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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腾飞（之三）：
起飞，超常规的作业——试论积极财政政策的两大目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龚刚

众所周知，财政支出在国计民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财政支出必须有财政收入为保证，过
分的支出会引发债务问题。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当我们考虑到中央银行这一最后手段时，对政府债务的担心似
乎又多虑了一些。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没有了后顾之忧，政府就可以滥用手中的“特钱”呢？答案是否定的。本
文将要讨论的就是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政府的收入该如何使用。

政府收入的使用（或政府支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实行政府基本功能的支出，例如，行政管理费
用和国防费等。第二类是经常性的为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的支出，如科研费、教育费以及其它财政拨款等。第三
类为非经常性支出。显然，一般情况下财政预算是为了平衡前两类支出，而非经常性支出通常体现为赤字，由国
债来弥补。在目前情况下，发行国债所得的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

在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时，我们的考察对象不应局限在发行国债所得收入的使用上，而应该是所有
政府收入的使用，或所有的政府支出。理由很简单，国债所得收入的使用仅仅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而将其它支
出的可能失策统统归咎于国债使用的失当显然有失公平。

本人认为除第一类支出外，政府财政收入的使用必须遵循如下两个原则：

1）           必须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相一致。

2）           必须有利于增加整个经济社会的总供给或潜在生产能力。

前者为急救性质的短期目标，后者则是为整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所作的长远的战略思考。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不
能偏颇。

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目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当总需求相对不足或通货紧缩时，政府应大胆地执行积极的财
政政策。何时淡出，则主要取决于通货紧缩的压力是否已经解除，和预期的通货膨胀是否已经显露。

对于财政政策的长远目标，理论界则讨论的较少。事实上，政府的许多支出不仅具有刺激总需求的作用，
同时也能增加社会的总供给，即潜在的生产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支出的这种功能（即增加社会潜在生产能
力）是唯一被崇尚自由主义和无政府干预的新古典学派所肯定的（而凯恩斯学派更多的是强调政府支出的宏观调
控功能）。然而，政府支出的这一长远目标似乎与宏观调控这一短期目标有所冲击。例如，当需求相对不足时，
宏观调控应以增加需求为主，以求得供需平衡，但是，如果按照长期目标，政府支出又必须同时增加社会供给，
这似乎在激化供需的不平衡。

事实上就一个起飞国家来讲，这决不是一种矛盾，而正是为持续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契机。为什么这么说
呢？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构成社会潜在生产能力的因素：

1）           人力资源；

2）           企业固定资产；

3）           基础设施；

4）           技术进步程度；

5）           资源分配的优化程度。

以上，人力资源既包括数量，同时更重要的是指质量；企业的固定资产则包括企业的机器、厂房和设备等；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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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不仅是指常规意义上生产所需的外部条件，如交通和能源等，同时也应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态环境等。

显然政府支出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技术进步程度来增加社会的潜在供给
能力。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小火慢炖”的过程，也即政府的支出在增加社会潜在供给能力
方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更进一步的是，不同种类的政府支出，其形成潜在生产能力的滞后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首先，它解决了此类支出会激化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例如当需求严重不足时，我们可以
使用那些具有较长滞后性的支出，如教育和科研费等；而当需求不足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那些滞
后性较短的支出，比如基础设施投资等。其次，政府这种能够提高社会潜在供给能力的支出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
长提供了更宽广的上升空间。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已经达到了供需平衡，此时需求的进一步的增长必然会引起通
货膨胀，于是经济的增长无疑会受限于供给的增长速度，因此为了使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或起飞成为可能，我们必
然要求在增加总需求的同时增加总供给，即使这种供给的增加是滞后的。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长久之计。事实
上，任何增加总供给的支出都应该是值得鼓励的。

在构成社会潜在生产能力的因素中，我们还需特别关注的是资源的优化程度，该程度可以体现为以下两个层
面：

1）           社会资源在各个行业的分配情况。

2）                企业内部各项生产要素的组合情况。例如为使具有一定技术复杂程度的生产线的正常运转，必须有
一定素质的劳动力和管理人员来进行操作。而对于这一组合的任何偏差都应该看成是资源的浪费。

市场经济能通过价格这一机制决定社会资源在各个行业间的分配，然而它不能单独地决定一个企业内部各个生产
要素之间的组合，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产权制度。

显然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尽管我们执行的是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在所有制方面是多种产权制度的并存，
而其中某些产权制度显然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的资源分配不可能是最优的。然而正是这种非最优的
状态为我国的起飞（或持续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某种平台，起飞本身就是一种从“非最优”向“最优”的冲刺。而实
现这种起飞不仅有赖于需求的拉动，更重要的是资源分配的优化和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

在我们考察了财政政策的两大目标以后，我们就可以回答政府的收入应该如何使用的问题。政府收入除用于
那些必需的政府功能（如行政管理和国防等）之外，其使用应同时满足长期和短期两大目标，这样的支出包括基
本建设投资，教育和科研等。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其支出决不应该用于对亏损企业的补贴。试
想一下，如果政府支出用于维持那些因资源组合的不合理而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其结果通常是政府的大部分支
出会转化成拖欠已久的职工工资，而这部分工资的很大一部分很快会被储存起来，因为该企业的职工对未来并不
充满信心。于是该部分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就会减少，其刺激总需求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与此同时，该部分支
出也不可能增加任何社会的供给，相反地，它还会维持着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于是，财政政策的两大目标都不
可能实现。

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此种类型的财政支出有没有呢？本人相信，肯定会有。至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如
此。然而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我们并不知道它地规模有多大。同时由于我国目前的福利救济制度仍然没有完
善，此种情况还会存在一段时间。然而无论是为了中国的起飞，还是为了中国的将来，此种财政支出必须“淡
出”。而对于那些能同时达到两个目标的财政支出，则应毫不犹豫地“重入”，即使这种“重入”已维持了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

起飞，或持续的高速增长，仍是一种超常规的作业。超常规的作业就要求执行超常规的措施，包括超常规的
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超常规不应理解为违背经济规律，而更应该理解为对经济转型时期所体现的特有经济规
律的把握。西方经济社会已不能超常规。它们的资源分配已接近最优，经济已进入轨道，趋于成熟。因此，起飞
对它们来讲已成往事。然而在中国起飞不仅可能，而且应该是政府和全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没有起飞，没有超
常规的作业，中国经济只能永远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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